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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五年
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及突破

赵　 　 冲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农业生产相对落后, 粮棉种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粮棉争地”

问题使得国内棉花长期供给不足。 化纤工业的技术落后和外部封锁, 又使得中国无法通过化纤完成纺

织工业的原料替代。 为此, 国家不断调整政策, 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灵活利用外部环境变化, 适时引

进先进设备, 成功突破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 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 为后续纺织工业的快速发

展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中国纺织工业从依赖传统农业到与重工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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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grain
 

cultivation
 

and
 

cotton
 

cultivation
 

were
 

problematic
 

and
 

cou-

pled
 

with
 

the
 

competition
 

for
 

arable
 

land,
 

led
 

to
 

persistent
 

shortages
 

in
 

the
 

supply
 

of
 

domestic
 

cotton.
 

Additional-

ly,
 

the
 

underdeveloped
 

state
 

of
 

chemical
 

fiber
 

technology
 

and
 

external
 

embargoes
 

prevented
 

China
 

from
 

using
 

chemical
 

fiber
 

as
 

an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Therefore,
 

the
 

CPC
 

continuously
 

adjusted
 

pol-

icies,
 

promot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advances,
 

leveraged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ro-

duced
 

advanced
 

equipment
 

at
 

opportune
 

moments.
 

These
 

efforts
 

successfully
 

overcame
 

the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constraint,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clothing
 

shortages
 

for
 

Chinese
 

people,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the
 

subsequent
 

textile
 

industry.
 

This
 

is
 

a
 

microcosm
 

of
 

China’ s
 

textile
 

industry
 

from
 

depending
 

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being
 

deeply
 

integrated
 

with
 

heavy
 

industry.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 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 纺织工业未能解决中国人民的穿衣问

题, 广大劳动人民 “衣衫褴褛” 甚至 “衣不蔽体” 。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我们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

的烂摊子, 各方面供应比较紧张, 人均棉布消费量也比较低①, 与人民群众正常需求存在很大差距。
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是中共全国执政之后面临的艰巨任务。 而原料短缺严重制约了新中国纺织

工业产能扩张, 进而造成市场产品短缺, 纺织工业长期处于 “生产赶不上需要, 原料赶不上生产”
的状态。 从农业方面来说, 受传统农业中 “粮棉争地” 问题影响, 国内棉花长期供给不足; 从工业

方面来说, 由于技术落后、 基础薄弱和外部封锁, 中国无法通过建立大规模的化纤工业完成纺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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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9 年全国和农村人均棉布消费量仅为 2. 33 米和 1. 67 米左右。 参见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 ,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

祖国出版社, 2009 年, 第 17 页。



料的工业替代。 突破农业和工业对纺织工业原料供给的双重制约, 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是

新中国工业化肩负的历史使命。 到改革开放初期, 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其中化纤

工业和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成就的取得, 关键在于纺织工业突破了持续 30 余年的原料

困境。
1949 年至 1985 年的纺织工业, 是中国轻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纺织工业部门编纂的行业志书

和人物传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①, 相关专题研究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纺织工业建设的成就、
经济结构关系和社会变革等提供了帮助②。 然而, 有关纺织工业本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特别是纺

织工业原料供给所体现的工农关系, 更是鲜有研究。 本文尝试从纺织工业原料困境角度, 梳理棉花

统购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背景, 考察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主要动因, 审视中国通

过工业化解决群众穿衣问题的路径。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粮棉争地”问题

1949 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还是一个人口众多、 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 不仅人均耕地少、 农业

生产水平低下, 而且工业基础薄弱、 资本不足、 技术落后。 在这种条件下, 要同时解决人民群众的

吃饭和穿衣问题, 就不得不协调粮食和棉花种植对耕地资源占用的结构性矛盾——— “粮棉争地” 问

题, 使农业种植结构既能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 解决吃饭问题, 支撑工业化发展, 又能保证充足的

棉花供应, 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 解决穿衣问题。 与工业生产不同,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受天

气等自然条件影响大, 在耕地和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 一定时期内农产品产量不可能有明显增

长。 在人口多、 耕地少的现实条件下, 国家需要根据国计民生的状况来调控粮棉种植比例。
1949 年至 1952 年, 为了鼓励农民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平衡粮田棉田的公粮负担比例, 中财委

多次调整棉粮比价, 并将其标准定得高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比价③。 较高的棉粮比价刺激了棉花的大

规模种植和增产, 1952 年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随着 1953 年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到来, 为了鼓励粮食增产, “一五” 以后国家不再大幅提高

棉粮比价, 仅在不影响粮食种植面积的范围内略作调整④。 一直到 80 年代初, 棉花种植面积基本上

被控制在 8000 万亩左右, 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比重未突破 1952 年的 3. 95%⑤。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因技术投入不足而无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话, 棉花总产量不会有明显提升。

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 重粮轻棉的政策倾向更加明显。 1959 年至 1961 年, 粮食和棉花大面积

减产, 分别从 1958 年的 2 亿吨、 196. 9 万吨下降至 1960 年的 1. 435 亿吨、 106. 3 万吨⑥, 出现严重

的供应紧张局面。 为保证粮食供应, 1960 年至 1962 年, 中央连续出台政策提高粮棉比价、 保证粮

·43·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无锡纺织工业志》 , 1987 年印行; 《武汉纺织工业》 , 武汉出版社, 1991 年; 《陕西省志·纺织工业志》 , 三秦出

版社, 1993 年; 《山东纺织工业志》 , 1993 年印行; 《上海纺织工业志》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纺织工业部

研究室编: 《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 ,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0 年; 《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纺织卷 ( 1949—
1999) 》 , 红旗出版社, 1999 年;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 ,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祖国出版社, 2009 年; 《钱之光传》 ,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 等等。
参见张凤翱: 《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纺织工业》 , 《党的文献》 2020 年第 3 期; 徐寰: 《布局新中国纺织工业———回

忆原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 , 《中国纺织》 2009 年第 10 期; 等等。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 ,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5 年, 第 670—671 页。
参见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 ,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 年, 第 870—876 页; 《当代

中国的计划工作》 办公室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 ( 1949—1985) 》 , 红旗出版社,
1987 年, 第 37、 51 页。
《中国统计年鉴 (1983)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 第 154—155 页。
《中国统计年鉴 (1983) 》 , 第 158—159 页。



食生产和供给①, 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 1962 年有所恢复, 分别达到了 2. 1 亿亩和 1. 6 亿吨。 而这

一时期的棉花种植面积受到严重挤占, 从 1958 年的 8334 万亩下降至 1962 年的 5246 万亩, 占农作

物种植总面积的比重从 3. 7%下降至 2. 5%, 为 1952 年至 1978 年间的最低值②。
因 “粮棉争地” 影响, 棉花种植面积难以扩大, 而有限的技术条件又使棉花单产无法突破, 这

些因素直接限制了棉花产量的增长, 导致纺织工业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

态, 产能扩张也受到制约。 加上人口增长的影响, 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严峻。

二、 加强棉花生产和收购保障原料供给的尝试

纺织工业原料困境是一个历史问题③, 也是中共在全国执政之初就要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家通过价格、 技术和统购等措施保障棉花供应, 努力缓解原料的供给不足。

1949 年中国棉花产量 44. 4 万吨, 仅为 1936 年历史最高产量的 52. 4%④。 加上战争影响, 美蒋

封锁沿海口岸, 内地交通阻滞, 原料供给遭遇严重困难。 1949 年 8 月下旬, 53 家上海私营棉纺织厂

中的 32 家存棉维持不了 20 天, 原料缺乏导致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 再次出现 “花贵纱贱” 现象⑤。
这一年中国拥有棉纺锭 499. 6 万锭, 棉纺锭和棉布织机的设备利用率仅为 61. 16%、 61. 86%⑥。 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封锁禁运力度, 中国棉花的外部供给也受到重大冲

击, 1951 年棉花进口量由 1950 年的 13. 39 万吨下降至 6. 13 万吨⑦, 原料供应更加困难。 为此, 除

价格刺激政策外, 国家还通过技术推广和统一收购来保障棉花供应。
技术推广是推动棉花产量增长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棉花良种科

研繁育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1949 年各大行政区先后成立棉花育种科研机构, 各产棉省、 市、 自治

区陆续建起 50 多处棉花试验场 (站) 和以棉花为主的农业试验场 (站), 农业部还从价格上保证良

种籽棉的集中收购⑧。 以技术推广和科研体系为基础, 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棉花良种换种工作⑨。
统一商业收购, 是国家掌握棉花资源的重要措施。 从 1950 年 3 月起, 新成立的中国花纱布公司

负责全国棉花采购和进口工作, 中央商业部则负责棉花的统筹分配�I0。 同时, 国家还制定棉花收购

配套政策。 1951 年 3 月棉花预购在全国展开, 6 月政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棉花收购和储备工作�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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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包括 《中共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

公室 〈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的报告〉 》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抗旱备荒的

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中共中央

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 〈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关于

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 《中共中央批转粮价问题小组 〈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 》 。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3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第 24、 267、 345、 373、 474、 500、 567、 617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4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第 17、 51 页。
《中国统计年鉴 (1983) 》 , 第 154—155 页。
参见赵冲: 《华商纱厂的原料困境———中华民国时期棉业改良研究 ( 1912—1937) 》 ,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
2019 年。
《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纺织卷 (1949—1999) 》 , 第 14 页。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 , 第 69 页。
纺织工业部编: 《纺织统计资料四十年汇编 (1949—1988) 》 , 1989 年印行, 第 93、 115、 117 页。
《纺织统计资料四十年汇编 (1949—1988) 》 , 第 346 页。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第 307 页; 《当代中国的

农作物业》 ,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祖国出版社, 2009 年, 第 171 页。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 , 第 308 页; 《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 , 第 172 页; 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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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纺织卷 (1949—1999) 》 , 第 14 页; 《上海纺织工业志》 , 第 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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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中财委要求各地合作社和棉农签订预购合同, 争取棉花预购数量达到全国计划产棉量的

40%①。
通过努力, 1952 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从 1949 年的 4155 万亩增加到 8364 万亩, 良种覆盖率由

10. 7%提高到 50%, 亩产由 11 公斤提高到 15. 5 公斤, 总产量增加到 130 万吨②, 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棉花收购率由 1950 年的 60. 44%提高到 1952 年的 76. 71%③。 这在一定程度

上保障了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 推动了产能的扩张和产品的市场供给。
这一时期, 国家还大力建设纺织工业, 新建和扩建了 13 个棉纺织厂, 总规模为 45 万多锭棉纺

锭、 9300 多台织机④。 1952 年, 棉纺锭和棉织机的设备利用率达到 89. 15%和 89. 37%⑤, 棉纱产量

361. 8 万件, 棉布产量 38. 3 亿米, 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⑥; 全国布匹消费总量达到 32. 4 亿米, 全

国和农村人均消费量分别达到 5. 71 米和 4. 6 米, 是 1949 年的 2. 45 倍和 2. 75 倍, 城镇人均消费量

更是达到了 13. 4 米⑦。 中国人民 “穿衣难” 问题有所缓解。
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市场上纺织品的供求矛盾日趋紧张, 纺

织工业的产能需要进一步扩充。 “一五” 时期, 国家开始重点建设纺织工业, 下达了 15. 98 亿元的

投资, 占工业总投资的 6. 4%和轻工业投资的 42. 6%, 新建北京、 石家庄、 邯郸、 郑州和西安五大

棉纺织基地和 68 个棉纺织厂⑧, 纺织工业的产能即棉纺锭数量由 1952 年的 561 万锭增长至 1957 年

的 755. 6 万锭⑨。
产能的增加必然要求棉花的供应量也有相应的增加。 于是, 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一五” 时

期国家广泛开展棉花良种推广工作。 结合棉种的试验和推广效果, 依托基本形成的全国性技术推广

网络�I0, 又开始了新一轮棉花良种换种工作�I1。
但是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规律不同, 在种植面积基本不增加和有限的技术条件下, 棉花生产能力

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和纺织工业的同步增长。 “一五” 时期的棉花生产不能满足纺织工业产能逐步

扩大的需求, 纺织工业的原料供给总体上处于紧张状态。 其间, 棉花生产出现 “两歉两丰一平” ,
1953 年、 1954 年、 1956 年未完成生产计划, 棉花收购出现波动�I2, 直接影响了纺织工业的生产计

划。 1955 年棉纺锭和棉织机的设备利用率下降至 78. 03%和 74. 54%�I3, 1957 年的棉布和棉纱不仅未

完成年度生产计划, 其产量也仅为 1956 年的 89%和 85%�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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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棉花收购出现波动, 既有棉花预购激励措施减弱的因素, 也有私商抢购和农民自留土

纺用棉过多的原因①。 棉花的供不应求, 必然导致市场价格的不稳定, 加上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的

活跃, 农村自用棉需求量也在扩大, 这都直接影响了国家收购任务和纺织工业发展计划的实现。 为

此, 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棉花资源的控制力度。 继 1953 年对粮食、 油料进行统购后, 1954 年 9 月政

务院发布 《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 , 要求棉农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 将所产棉花,
除缴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部分外, 全部卖给国家②; 11 月, 商业部、 供销合作总社要求各地控制

土布自由买卖, 缩小土布的生产和交易范围③; 1957 年 8 月, 国务院要求棉花等国家规定计划收购

的农产品一律不开放自由市场④; 9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要求适当减少农业和农民的棉花留用量,
禁止棉花、 土纱、 土布进入自由市场。 诸多政策的实施, 限制了农村棉花市场和土布交易, 减少了

农村土纺土织对棉花资源的消耗, 1957 年棉花收购率上升至 84. 34%, 1958 年接近 90%⑤。
“一五” 时期的纺织品市场供给,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穿衣需求, 国家只能通过行政手段

控制需求和稳定市场, 于是就产生了实行计划供应的票证制度。 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带来了更多的

城市职工, 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则增加了农民收入, 这些因素都提高了群众的购买力和穿衣需求,
纺织品市场供不应求的趋势更加明显, 市场物价波动和投机商囤积居奇的情况时有发生。 例如,
1953 年棉布的市场销售量增加了 47. 8%, 但其产量仅增加了 27%⑥。 为了取缔市场投机和稳定物

价, 保证棉布能够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 1954 年 9 月政务院发布 《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

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统销。 但是, 棉布计划分配政策并不能从

根本上满足群众穿衣需求。 例如, 1957 年纺织工业只能供应民用布 1. 27 亿匹, 比计划供应数减少

3000 万匹左右, 约有 2900 万匹布票无法兑换, 甚至需要削减第二年夏衣供应来保证当年冬衣供

应⑦。 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穿衣用布问题更加严重。 据调查, 河北省经济作物区和张北地区

布匹分配明显不足; 陕北老区的分配标准不能满足农民衣被更换需求; 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 975
户中, 有 134 户棉被短缺、 186 户冬衣短缺; 陕西省合阳县、 商县只是解决了基本穿衣问题, 尚不

能满足棉质衣被添置需求⑧。
“二五” 时期, 为了早日解决群众穿衣问题, 纺织工业开始全面 “跃进” , 片面追求高速度、 高

指标。 1958 年的棉花丰产进一步助长了盲目情绪, 这一时期纺织工业的建设规模高达 502 万锭棉纺

锭、 10 万台织机⑨, 各地区还出现了土纺土织浪潮�I0, 对棉花的需求暴增。 同时, 全国高速度、 高

增长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 导致非农人口剧增, 对商品粮的需求也显著增加, 加剧了 “粮棉争

地” 矛盾。 为了保证粮食生产, 1960 年、 1961 年中央连续出台政策,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鼓励粮

食种植, 棉花种植面积再次受到挤占。 1959 年至 1961 年, 因粮食供应紧张,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

人员被砍掉 2 / 3, 多数农业技术推广站失去了作用�I1, 50 年代推广的棉花良种出现混杂退化、 产量

和品质下降的现象�I2。 这些因素使棉花产量大幅下滑, 1961 年、 1962 年的棉花产量均低于 19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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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3 万吨。
棉花产量锐减, 加上 1959 年基本用光了库存和周转棉①, 纺织工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棉纺

锭和织机的产能利用率逐年下降, 从 1959 年的 95. 37%、 94. 81%下降到 1962 年的 50. 40%、 45. 95%②。
为了避免棉花资源的浪费和保证国家对棉花的收购, 1960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立即停止棉花

的土纺土织的指示》 ③, 停止了各地区的土纺土织。 在土纺土织和棉花自由交易被限制后, 工业纺织

品供给又出现短缺, 人民群众的衣被消费受到影响。 1961 年全国人均布匹消费量仅为 2. 87 米, 其

中城镇 5 米、 农村 2. 3 米, 仅为 1959 年的 29%、 37%和 26%, 全国和农村到 1965 年、 城镇到 1967
年才恢复至 1952 年水平④, 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再次出现困难。

从 1958 年到 1985 年棉花统购政策结束, 中国棉花收购率一直稳定在 90%左右⑤。 虽然稳定的

棉花收购率可以保证农业对纺织工业原料最大限度的供应, 但与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和人口数量相

比, 棉花产量仍显不足。 为此, 中国从 1960 年起大量进口棉花, 1965 年棉花进口量从 1959 年的

4. 46 万吨增加到了 19. 94 万吨⑥。 不过, 在需用巨额外汇购买机械设备和重要物资支持工业建设的

背景下, 可用于棉花进口的外汇有限, 大量进口棉花亦非长久之计。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以化纤⑦代替棉花, 是突破纺织工业原料困境的有效路径。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 化纤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主流。 50 年代中期, 世界化纤产量达到 250 万吨, 占纺织纤维总

量的 30%至 35%。 1962 年, 世界各国化纤产量平均占到纺织工业原料总数的 24%以上, 日本则高

达 40%多⑧。 从 60 年代开始, 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纤维成为纺织工业新的原料来源。 为了突破 “粮

棉争地” 矛盾, 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中国也亟需探索突破纺织工业原料困境的工业化

道路。

三、 发展化纤工业缓解棉花供给不足的探索

用化纤替代棉花以增加纺织工业原料, 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积极探

索发展化纤工业, 力图以此缓解棉花供给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时, 只有产能不足 5 吨的丹东化纤厂和上海安乐人造丝厂⑨。 “一五” 时期, 纺织工

业部提出积极发展化纤工业, 并于 1954 年成立化纤工业筹备组。 1955 年 5 月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

访问苏联时, 对化纤设备进行了重点考察。 因工业基础及资源条件的限制, 国家决定首先恢复和改

造上述两个老厂, 同时筹划从民主德国引进设备建设保定化纤厂�I0。
随着 “粮棉争地” 矛盾日益突出, 以化纤代替棉花, 缓解耕地压力, 已经成为共识。 1959 年,

陈云提出: “解决穿衣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学纤维……棉花的出路不大。” �I1 1960 年 5 月, 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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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化纤工业的建议。 之后, 化纤工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 由其统筹化

纤工业的原料、 产品和设备。 同年 7 月, 纺织工业部向中央提交 《关于发展人造纤维工业的报告》 ,
建议继续建设一批人造纤维厂。 化纤工业在纺织工业中的投资比重逐步上升, “ 一五” 时期为

0. 8%, “二五” 时期增加至 13. 2%,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高到 33. 9%①。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中国人造纤维工业的扩张时期。 1961 年,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套人造纤维设

备在上海安达化纤厂安装试用, 此外还新建了南京、 新乡、 杭州、 吉林等化纤厂, 扩建丹东化纤厂

和保定化纤厂②。 到 1965 年, 中国人造纤维的生产初具规模, 但产量不仅不能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

需求, 大部分生产工艺、 设备还不够先进, 能源消耗较大, 污染环境, 更不是世界化纤工业发展的

主流。 因此, 中国后来不再大规模新建、 扩建人造纤维工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合成纤维工业的准备时期, 但其发展受到石油和石化两大重工业部门

的严重制约。 1959 年全国石油产品自给率仅为 40. 6%③。 “一五” 计划完成后, 石油化工仍是空白,
其本身所需有机合成化学原料等仍然依靠进口。 以代表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乙烯为例, 1960 年美

国、 英国、 联邦德国、 苏联和日本的产量分别为 247. 2 万吨、 30 万吨、 22. 8 万吨、 18. 1 万吨和

7. 8 万吨, 而中国到 1962 年才有 5000 吨产能。 1955 年全世界合成纤维产量为 26. 8 万吨, 日本为

1. 6 万吨, 而中国则完全不能生产④。
当然, 中国的合成纤维工业建设也在不断探索中。 1956 年, 中国从民主德国引进小型锦纶设

备, 建设北京合成纤维试验厂, 同时仿制此技术将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及其实验工厂扩建为上海第

九化纤厂, 并自行设计建设了一批中小型锦纶厂及上海第十一化纤厂⑤。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根据世界合成纤维工业正在迅猛发展的趋势, 纺织工业部提出, 化纤发展

应是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同时并举, 并以合成纤维为主。 由于国内油气资源和石化工业技术的限

制, 纺织工业部选择优先发展维尼纶和腈纶, 其中维尼纶成为这一时期合成纤维的发展重点。 1962
年 3 月, 化学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向中央提交 《关于发展维纶合成纤维工业的请示报告》 , 建议建

设维尼纶试验厂。 1963 年, 中国决定从日本引进一套年产万吨的维尼纶生产设备, 建设北京维尼纶

厂⑥。 1965 年, 中国从英国引进年产 8000 吨腈纶的技术设备, 装备兰州化纤厂, 并仿制此技术

建设上海化纤厂。 60 年代初,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还引进了涤纶短纤维试验设备, 研究涤纶生产

工艺⑦。
60 年代中期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化纤工业的技术引进。 由于 “吉田书简” 的出台

和佐藤荣作的上台, 日本采取对华强硬政策, 迫使已经签订的第二套化纤技术设备引进合同失效⑧。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 一批已经批准签订合同的项目也受到影响, 化纤技术引进被迫中断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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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生产有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和生产技术可供参考, 建设条件比较成熟。 参见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 , 第 180 页。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 , 第 41、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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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中国的合成纤维工业进入仿制引进技术和自主建设时期。 纺织工业部在制订 “三五”
“四五” 计划时提出加快合成纤维工业建设①, 1971 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继续将维尼纶作为发展合

成纤维的重点②。 70 年代初, 中国仿制日本技术陆续建设了九个中小规模的维尼纶厂; 以兰州、 上

海化纤厂的腈纶技术为基础, 新建了大庆、 淄博两个腈纶厂③; 以上海的涤纶试验设备为基础, 装

备了部分中小涤纶厂。 在合成纤维产品需求的推动下,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部分省份还建设了一

批 “小化纤” 项目④。
到 1972 年, 中国化纤产量达到 13. 73 万吨, 其中人造纤维 8. 7 万吨、 合成纤维 5. 03 万吨⑤,

涤纶、 锦纶、 腈纶三大品种齐全, 合成纤维生产设备也具备了一定基础, 纺织品的供给结构发生改

变, 混纺产品占据一定比例。 但是, 仿制引进技术、 自主建设的中小型化纤厂技术不够成熟, 不仅

规模小、 建设周期长、 成本高、 效率低、 原料供应不足, 还造成环境污染⑥。 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

工艺流程和设计制造技术的重要性, 加上缺乏图纸资料, 国内技术人员未能掌握从日本引进的成套

设备关键技术, 几个以仿制为基础的维尼纶厂长期不能顺利投产⑦。
中国化纤工业经过十余年的建设, 仍然不能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 1965 年至 1972 年, 中

国化纤产量共计 63. 88 万吨, 而棉花产量共计 1756. 2 万吨⑧, 棉花仍然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
1962 年粮食问题有所改善后, 棉花生产再次受到重视。 自 1962 年起的十余年, 每年的全国棉花会

议都要求从各方面支援棉花生产⑨。 1962 年 1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

产的决定》 要求将棉花实收面积增加到 6000 万亩, 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预付定金, 改进棉花收购

工作, 降低社员的自留棉留用量, 增加棉区物资奖励�I0。 1963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力

争超额完成一九六三年度棉花收购任务的指示》 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棉花生产工作的决定》 ,
要求再一次提高棉花预购定金比例和购棉奖售标准, 限制棉花、 土纱、 土布等自由贸易, 充分发挥

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作用, 加强植棉技术指导�I1。
这一时期棉花技术推广体系得以重建。 1961 年 12 月, 农业部提出恢复、 整顿农业技术推广站、

种子站; 1962 年 8 月, 农业部要求做好棉花良种的留、 选和加强良种繁育场的工作; 10 月, 农业

部等四部门明确规定, 优良棉种按比一般棉籽价格加价 50%的原则进行收购�I2。 在一系列措施推动

下,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棉花良种繁育体系逐渐恢复, 1964 年至 1968 年中国进入第三次良种更

换和推广时期�I3。
在农业措施的推动下, 1965 年至 1971 年中国棉花总产量连续七年突破 200 万吨�I4。 棉花的连年

丰产带动了纺织工业的产能扩张, 1971 年中国棉纺锭超过了 1300 万锭�I5, 这对纺织原料的供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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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 “文化大革命” 期间棉花生产遭遇诸多不利因素, 农业技术推广受到严重破坏, 大部分

技术推广机构被撤销①, 棉花良种繁育工作基本停滞, 棉花品种的混杂退化现象严重②。 从 1971 年

开始, 全国推广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 建立群众性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不过, 因受 “左” 的思想

影响和批判 “专家路线” , 这种科研体系与原来专业的农业推广网络相比效果不佳③, 政策上重粮

轻棉的倾向也未能完全克服。 1969 年之后棉花又出现减产趋势, 虽然 1972 年棉花价格在原有标准

基础上提高了 5%以上④, 但总产量仍然下降到不足 200 万吨⑤。
由于棉花产量下降, 纺织工业原料供需缺口扩大, 由此造成进口棉花不断增加⑥, 纺织工业产

能也受到严重影响。 1971 年中国棉花产量为 215 万吨, 扣除农民自用棉花、 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絮

棉, 能够用于纺织的仅有 155 万吨⑦, 难以支撑 1300 万锭的设备生产能力。 1972 年、 1974 年棉纺

锭的设备利用率下降到 84. 10%和 89. 50%, 织机利用率下降至 81. 6%和 82. 2%⑧。 此外, 由于工业

和农业部门沟通不畅, 棉花质量也不能满足工业需求。 随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群众对衣物的需求

量也不断增加, 棉花和棉布库存连续几年出现下降, 仅 1972 年前 10 个月全国棉布库存就减少了 15
亿米⑨, 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群众 “穿衣难” 的问题十分尖锐。

因为棉花产量在短期内不可能有重大突破, 所以只能用工业化的方式化解 “粮棉争地” 矛盾和

突破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 为此, 大规模引进合成纤维生产设备, 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 已经

十分紧迫。

四、 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调整农业政策突破原料困境的努力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等基础工业的建设成就和外部环境变化, 为中国大规模引进合成纤维技术

设备带来了转机。 中国抓住机遇, 通过技术引进和有效的农业政策, 解决了纺织工业原料不足和人

民群众穿衣问题。
1960 年之后, 随着大庆等多个大型油田以及四川天然气田的勘探建设, 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大幅增加, 为合成纤维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 到 1965 年, 中国石油产量突破 1000 万吨, 实

现了石油产品全部自给; 1969 年、 1973 年又分别突破 2000 万吨和 5000 万吨。 天然气产量则在

1969 年接近 20 亿立方米, 1973 年接近 60 亿立方米�I0。
石油化学工业的从无到有, 为合成纤维工业打下了技术基础。 早在 1956 年, 中共八大就正式

提出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 1957 年, 化学工业部提出, “二五” 期间要建立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

初步基础, 并开始进行石油化工科学研究�I1。 1963 年至 1966 年, 中国先后引进 16 项石油化工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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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在兰州建成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①。 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 中国的合成纤维工业仍面

临两大技术短板: 一是不具备用石油、 天然气生产合成纤维原料 (合成纤维单体) 的技术和装备基

础; 二是尚未掌握生产几十万吨化纤设备的设计、 建造技术。
此时的中国 “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 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加上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进

程、 中日邦交正常化, 出现了与西方国家建交的热潮, 中外经贸交流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同时, 以

有机合成化学为代表的石油化学工业催生了新的材料革命, 合成纤维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成熟的技

术和设备基础, 而世界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产能过剩。 这些都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大力发展化纤工业来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在这一时期受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

视。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排队买 “的确良” 的事情印象深刻, 他和周恩来探讨了从国外引进合成

纤维生产设备的可能性②。 1970 年, 纺织工业部、 第一轻工业部、 第二轻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
由原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任部长。 三部合并后, 周恩来指示: “全国重点抓轻工, 轻工重点抓纺织,
纺织重点抓化纤。” 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作出重点突破化纤工业的决策③。 1972 年 1 月, 国家计委

上报了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 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 提出争取通过引进四套化纤和两套化肥技术

设备缓解 “粮棉争地” 问题。 国家计委还陆续上报 《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 等文件, 对引进先进设备作出规划。 1973 年 1 月, 国家计委

向国务院提交 《关于增加设备进口、 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

个报告。 该报告计划使用 43 亿美元, 因此被称为 “四三方案” ④。 该方案的重点是通过引进成套设

备解决吃穿用工业的原料问题, 而引进大规模合成纤维生产设备, 则是方案的重点之一。
在这一方案中, 合成纤维工业涉及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 天津石油化纤总

厂、 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四个大型化工化纤联合企业, 其化工生产设备以国外引进为主, 化纤设备

以国内生产为主⑤。 这四个项目累计投资 73 亿多元, 占全部 26 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总投资的

34. 14%⑥。 从 1973 年初开工建设到 1983 年 11 月全部建成投产, 四套大型生产设备共计形成合成

纤维生产能力 23. 6 万吨, 合成纤维单体生产能力 25. 7 万吨⑦。
1978 年, 中央又及时提出扩大化纤工业建设的意见。 3 月, 国家计委、 国家建委下达 1978 年

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 其中化纤工业涉及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 江苏仪征化纤总厂一

期工程和河南平顶山帘子布厂。 此外, 扬子石油化工公司和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年产 30 万吨乙烯工

程也都有大型合成纤维及其单体项目⑧。 不过, 受 1979 年经济调整影响, 这些项目建设有所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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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经济调整结束后,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 江苏仪征化纤总厂以及五套石油化学工

业设备动工建设。 1985 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建成投产后, 中国的涤纶生产能力增加了三

倍①。 江苏仪征化纤总厂一期、 二期工程在 1984 年和 1987 年建成投产后, 形成了约 48 万吨的涤纶

纤维产能②。 随着 80 年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化纤技术设备引进的主体从国家转为企业, 化工、 军

工、 农林, 国营、 乡镇、 “三资” 等诸多企业纷纷引进设备, 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化纤骨干企业③。
上述引进设备的建成和陆续投产, 大大提高了中国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 1978 年中国化纤产能

为 24. 72 万吨, 1985 年即达到了 103. 88 万吨, 其中合成纤维产能为 86. 8 万吨, 成为化纤的主要生

产方向, 而涤纶产能达到合成纤维产能的 65. 35%④, 昔日大力发展的维尼纶则转为非纤维用途⑤。
化纤工业的大规模发展, 使得纺织工业的原料消费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1975 年纺织工业自然纤

维、 化学纤维的消费量分别为 239. 44 万吨、 22. 11 万吨 (其中合成纤维 10. 85 万吨), 化学纤维在

棉纺和毛纺中的原料比重为 7. 1%、 27%。 到 1978 年, 自然纤维、 化学纤维的消费量分别为 264. 98 万

吨、 40. 69 万吨 (其中合成纤维 29. 11 万吨), 化学纤维在棉纺、 毛纺和丝织中的原料比重分别为

12. 6%, 35. 4%和 57. 9%。 到 1985 年, 自然纤维、 化学纤维的消费量分别为 372. 35 万吨、 116. 14
万吨 (其中合成纤维 96. 07 万吨), 化学纤维在棉纺、 毛纺和丝织中的原料比重分别提升到 25. 1%、
43. 03%、 83. 9%⑥。 合成纤维逐渐成为纺织工业原料消费的主力, 纺织工业原料来源逐渐由农业为

主转向农业与工业并重, 大大缓解了棉花需求对耕地的压力, “粮棉争地” 矛盾逐步得到破解⑦。
与此同时,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改革开放, 特别是农村切实有效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

整, 大大增加了农业对纺织工业原料的供给。 为了提高农民种棉积极性, 1978 年之后国家采取多种

鼓励政策, 使棉花产量有了明显突破。 从 1978 年 8 月起, 国家将棉花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10%, 同

时提高棉花种植奖售标准和口粮标准⑧; 1979 年, 国家再将棉花收购价格提高 15%, 并对北方棉区

实行 5%的价外补贴; 1980 年, 棉花收购价格再次被提高 10%左右⑨。 国家还通过进口粮食、 在宜

棉地区实行粮棉挂钩, 促进棉花发展�I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 使农民在农作物种植上

有了更多自主权, 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1982 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突破 8000 万亩, 达到

8742. 6 万亩; 1983 年增长至 9115. 9 万亩; 1984 年突破了 1 亿亩, 比 1979 年增长 53. 4%, 棉花占

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比重达到 4. 8%, 是 1952 年之后的最高值�I1。
棉花良种繁育体系和推广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9 年至 1980 年, 农业部拨出专款, 在

33 个重点产棉县加强良种繁育工作�I2, 新推广的品种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还增强了抗病、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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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能力。 1984 年全国皮棉亩产从 1979 年的 32. 62 公斤增加至 60. 27 公斤, 棉花总产量达到 625. 84
万吨, 创历史新高①, 基本满足了第二年的棉花需求。

化纤和棉花产量的迅速增长, 基本解决了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 此后, 国家开始着力解决纺织

品供给不足的矛盾。 1979 年 9 月, 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对轻纺工业实行 “六个优先” 政策②, 制定一

系列扶持措施, 并加大对轻纺工业的投资。 1981 年, 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再度压缩的情况下, 国

家仍然为纺织工业发放了连续三年的 8 亿元短期专项贷款和买方外汇贷款。 1980 年至 1983 年, 纺

织工业部系统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66 亿元, 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7. 6%, 其中 115 亿元用于

纺织加工。 纺织工业的产能逐年扩张, “六五” 期间新增棉纺锭 544 万锭, 1985 年达到 2324 万锭,
居世界第一位。 1979 年 10 月, 纺织工业部和国家劳动局要求棉纺织企业实行 “四班三运转” , 扩

大设备使用率③。 1978 年至 1984 年棉纺锭的设备平均利用率超过 95%, 其中 1979 年至 1981 年超过

了 100%, 三年间纺织工业生产平均年递增速度超过 18%。 加上乡镇企业崛起, 中国的纺织生产迅

速增长。 1982 年纱和布的产量分别比 1977 年增加 50. 4%、 51. 2%; 人均布匹消费量达到 10 米, 其

中城镇 15. 26 米、 农村 8. 78 米, 国内纺织品的供应已经能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④, 穿衣问

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花色和品类上也有了更多选择。
随着纺织品供应短缺矛盾的解决, 纺织品的市场供求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卖方市场逐步

转为买方市场, 甚至部分纺织品还出现供过于求、 销售不畅、 仓库积压等问题⑤。 为此, 国家着手

对纺织工业的生产供给和需求进行调控。 在生产供给方面, 1980 年开始控制棉纱生产, 1982 年又

对涤纶混纺布实行限产, 并于 1981 年、 1983 年两次调低涤棉布和其他化纤织物的价格, 同时提高

纯棉产品的价格。 从 1983 年起放松对纺织品的计划管控, 指令性计划产品从 19 种减少到 1984 年的

3 种, 另有 3 种放开为市场调节产品, 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产品⑥。 在消费需求方面, 1983 年

11 月, 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商业部 《关于全国临时免收布票和明年不发布票的请示》 ; 同月, 商业部

发布 《关于全国临时免收布票、 絮棉票对棉布、 絮棉敞开供应的通告》 , 实行棉布敞开供应政策⑦,
持续了 29 年的棉布统销政策宣告结束。 1985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取消棉花统购, 改为

合同定购⑧。 自此, 棉花生产进入市场调节时期, 棉花统购政策也成为历史。

五、 结　 语

改革开放前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 既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 “供给约束型” 的缩影, 也是纺织工

业从依赖传统农业到深度融入工业的缩影, 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轻重关系的复杂性。
当时中国的轻工业发展不充分, 主要原因是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保障国家安全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但从产业结构来说, 不仅提供能

源、 材料和装备的重工业基础薄弱, 这一时期轻工业的主要原料也未摆脱对传统农业的依赖, 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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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① 。 改革开放之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 则是由于上述

两个条件都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其重要标志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作为轻工业的典型代表, 纺织工业发展不充分的症结主要是原料供给不足。 一是 “粮棉争地”

问题使得农业生产中的棉花长期供应紧张; 二是技术落后和外部封锁使得中国无法通过化纤实现纺

织工业的原料替代。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尤其是石化工业, 同时根据国际环境

变化适时引进先进设备, 不断满足工业化向前推进和纺织工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此外, 国家还要

处理好各个发展阶段的农轻重关系, 因时因地因事制宜, 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纺织工业已从单一满足人民温饱需求转向承担提高生活质量、 赚取外汇、 解决就业

和推动城镇化等多重任务,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 出口国, 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 中国生产和供给了世界 40%以上的纺织品, 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 也缓解了世界

人民的穿衣难题。

(本文作者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　 　 乔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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